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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策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叙事与公众进行沟通，以传递政
策理念并施加影响。作为一项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政策，城市数字化转型应
当考虑微观个体的认知与行为。论文的研究问题在于政策叙事能否影响公众对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且该效应是否具有差异性。为此，论
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上海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政策叙事、
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及机制。结果表明：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
包含不同参与主体与收益感知描述的政策叙事通过影响公众态度作用于其支持
行为倾向；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两种政策叙事均对公众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其
中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显著影响公众支持行为倾向，结合专家参与和个人收益
两种叙事内容的政策叙述的作用最为明显；而公众态度的中介作用则是有条件
发生的。研究与叙事政策框架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文献进行对话，尝试突破政
策叙事研究仅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到具体政策，通过行为科学的实验
方法丰富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探讨了政策叙事作用差异的
潜在原因，并为提高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提供可能的政策叙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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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进步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传统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更多将重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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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开发、设施优化或政府治理中的一个方面；而数字化转型强调范式转变，
即数字技术引起人类社会、经济与生活全方位的变化（Ｈｍｌｉｎｅｎ，２０２０）。在
国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始于上海市在《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的“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
革命性重塑，推动经济、生活和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长期以来，公众参与被
视为评价城市发展是以服务为导向还是以技术为导向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Ｓｉｍｏｎｏｆｓ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数字
技术的发展可能持有不同立场，支持者关注数字化的积极方面，反对者则关注
其消极影响（Ｊａｎｓｓｅｎ ＆ Ｋｕｋ，２０１６）。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政策及其
技术载体的态度与支持行为至关重要。

公众所接收到的政策相关信息会影响其对政策的看法。琼斯和麦克贝斯将
“叙事”作为一种沟通策略，他们认为对政策问题的差异化描述可以向公众传达
不同的政策信号和政策意涵（Ｊｏｎｅｓ ＆ ＭｃＢｅｔｈ，２０１０）。既有研究也指出，政策
叙事的优化可以使政策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并降低政策本身的风险（李文钊，
２０１７）。叙事政策框架的研究中，通常将叙事作为自变量，将个体观点或行为的
改变作为因变量，探讨政策叙事如何影响公众对政策的偏好和意见（郭跃等，
２０２０）。一些研究通过改变叙事形式与激励内容（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信息来源
（Ｂｒａｄｄｏｃｋ ＆ Ｄ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１６）、角色以及成本收益策略（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
方法构造具体的叙事类型，验证了政策叙事对微观个体的作用。

实践中，公共部门可以通过优化政策设计、流程以及引导媒体舆论等方式
改善公众的政策态度并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Ｄｒｅｗｓ ＆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２０１６）。
政策叙事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实现“一头通政府、一头通百姓”目标
的重要沟通工具。在上海大型融媒联播节目《民生一网通》开设的数字化观察
系列报道中，来自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对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进
行点评，既关注电子证照使用、一键挂号等微观事项，也聚焦政府举措与政策
利好的解读。《意见》还提到，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各类场景
运营，从而全面地激发创造力和活力，“上海发布”公众号等平台在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宣传中也反复提及企业参与应用场景的建设及其带来的影响。由此，上
海通过多元化参与机制，将专家、企业等主体吸纳到政策宣传与互动沟通中。
丰富的政策宣传，既推广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也
描绘了发展社会经济与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蓝图。然而，尽管叙事政策框架
的要素和工具已渗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但既有研究中对于政策叙事及
其效应评估的探讨仍相对较少。

基于相关文献与上海实践，本文构造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叙事，聚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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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体和收益感知两个关键要素。在政策叙事中的“角色”要素上，本文引入
专家与企业两种参与主体，明确区分了受益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收益两种收益
感知。基于调查实验的设计，本文以上海市居民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收
集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以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政策叙事能否影
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第二，包含不同参与主体和
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是否产生了不同效应？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揭示政策叙事、
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内在机制，在丰富叙事政策框架研究的同时，
为公共部门了解政策叙事作用及为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叙事宣传
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叙事政策框架研究
政策宣介是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江汉臣等，２０２２）。框架效应理

论指出，信息的表达方式，即框架，会导致个体选择偏好的不同（Ｂｅｌｌ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有学者将框架效应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特征框架效应和目标框架效
应，并指出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框架效应，在消费、医疗卫生、环保
及公共决策等领域影响政策目标对象的决策（张书维等，２０２１）。而叙事政策框
架则是对政策信息的另一种呈现。随着政策过程研究的深入，实证主义和后实
证主义之间的辩论愈发激烈，前者认为科学的政策理论建构需要清晰的概念、
可检验的假设和可证伪的属性（Ｗｅｉｂ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后者认为实证主义和经
验主义方法中对趋势的预测和概括可能会忽略重要的微观背景（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Ｇｏｔｔｗｅｉｓ，２０１３）。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琼斯和麦克贝斯试图
从叙事角度出发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行路径（Ｊｏｎｅｓ ＆ ＭｃＢｅｔｈ，２０１０），他们基于
公共政策叙事研究及政策倡导联盟，正式提出叙事政策框架（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叙事政策框架指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使用政策叙事来影响
政策过程，他们通过将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为具有现实背景、不同参与者及具
体情节的“故事”来帮助公众理解政策。政策叙事即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的特殊
交流方式或工具。

自叙事政策框架提出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叙事政策
框架进行理论构建与阐释，包括两条路径：其一，理论的比较与发展。倡导联
盟框架是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来源之一（李文钊，２０１７），倡导联盟框架更关注
有关联盟建立和政策学习的问题，而叙事政策框架则着眼于叙事如何构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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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公众观念以及如何反映不同的政策信念的问题（ＭｃＢｅ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尽管两者关注的议题存在差异，但基于二者的系统性兼容，在公共政策过程的
研究中，对叙事政策框架的经验、假设与因果机制的检验可促进倡导联盟框架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其二，假设与要素说明。在琼斯
等开创者定义了叙事结构、要素与内容，并提供微观与中观层面的七个假设以
待检验后，后续研究相继进行了完善与说明（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８）。由于政策叙事要素
可以被观察和干预，在实证研究中，这些要素也常常作为因果关系的解释变量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因而对叙事要素的拓展与检验是叙事政策框架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是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案例分析与应用。目前叙事政策框架已经被应用
于能源、选举、环境，甚至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的政策分析中，具体研究可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叙事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是否采用叙事策略。例如，
有研究应用该框架分析美国核能政策中利益集团发布的信息，发现不同阵营均
使用Ｔｗｉｔｔｅｒ来传播包含政策叙事基本要素的内容（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还有研
究分析动物保护政策宣传中出现的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并证实视频内容嵌入了叙事
要素和策略（ＭｃＢｅ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另一种是结合案例探讨叙事政策框架的影
响。Ｍｕ和Ｌｉ等（２０２１）以节能政策为例，采取调查实验的方法对辽宁省３００
家工业企业进行研究，验证了政策叙事在强化公众支持意愿方面的作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Ｋｕｚｍａ （２０２２）通过一项科学政策的研究，发现游说团体的政策立
场、文化倾向及叙事策略最终会影响政府采纳。

三是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理论展望与改进。琼斯和麦克贝斯指出，虽然叙
事政策框架说明了叙事在政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并且可以通过系统的
实证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叙事政策框架并非是对后实证主义叙事方法的威胁
（Ｊｏｎｅｓ ＆ ＭｃＢｅｔｈ，２０１０）。叙事政策框架的学术共同体也承认它的核心概念、理
论和假设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Ｄｏｄｇｅ，２０１５；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５），还亟须在不同的
政策背景下应用框架并重新检验要素与假设（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８）。目前，已有研究
对如何应用并进一步完善叙事政策框架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总结叙事政
策框架现有研究后发现，实证应用仍主要局限于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背景并从中
观层面进行分析，提出可在其他制度背景之下应用该框架并验证其普适性
（Ｓｃｈｌａｕ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另一些研究则从方法及路径上提供了建议，如对大数
据、网络分析的综合应用等（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二）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叙事主体与收益感知
叙事政策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情境、角色、情节以及寓意（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因而相比于信息框架等理论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政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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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框架。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同样具备丰富的政策叙事元素，本文在对既有
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叙事政策框架的应用背景，解释
上述核心要素在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含义。情境通常指问题所处的真实场境，目
的是将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城市数字化转型这场全
面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和公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即为政策议题所处的情境。角
色为政策参与者，可以是个人、机构或团体（Ｖｅｒｗｅｉ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如“英
雄”“恶人”“受害者”和“受益者”等。面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具体问题和情
形，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等不同主体都将发挥各自的作用，成为政策叙事中
的特定角色；而个体层面的公民个人和群体层面的社会大众也是数字化转型的
潜在“受益者”。情节是将角色、情景和政策解决方案联系起来的设计（Ａｂｅｌｌ，
２００４），可以将政策过程进展顺利、受阻或倒退的故事穿插于叙事中（Ｕｌｄａｎ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寓意往往是政策叙事中的解决方案，比如，常见的寓意有号召
公众的行动（Ｖｅｒｗｅｉ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叙事关注不同主体
采取措施来参与城市转型，并通过媒体传播相关信息，构成了完整且可以发生
变化的叙事政策框架。

为阐明政策叙事对不同主体的影响，叙事政策框架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
个相互作用的层面进行解释（ＭｃＢｅ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本研究主要关注其在微观
层面的政策逻辑。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关注叙事在塑造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个人
意见和认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公众态度
指的是个体对于转型及其相关技术与政府举措的认知和判断；公众支持行为倾
向指的是公众基于其认知和判断，而可能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意愿的
延展与公民行为的体现（Ａｌｆｏｒｄ ＆ ＯＦｌｙｎｎ，２０１１；杨学成、涂科，２０１７）。

叙事政策框架包含两个必要条件：政策主张与叙事角色。首先，在传递政
策主张的过程中，诉诸利益信息是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之一。利益感知，尤其经
济利益的感知，是影响公众对某项技术或政策的态度和支持行为的重要前因，
技术接受模型也将感知有用性视为影响公众接受态度和支持行为的关键因素之
一（Ｃｈ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Ｋａｍ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利益信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个
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叙事中的公共利益一般可分为共同利益、偏好集合和民主
协商。当政策对象是公众时，政府就会使用关于共同利益的政策叙述（Ｅｌｌｉｏｔｔ
Ｔｅａｇｕｅ，２０１１）。经济人理论假定个体会通过权衡个人成本与收益来做出对技术
政策的态度选择；但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个体也可能因政策的社会
收益而转换态度（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Ｈｕｉｊ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其次，叙事政策框架中的政策叙事至少需要一种角色作为政策的参与主体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专家和企业即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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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众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启发式认知的偏差，专家可以在政策叙事中扮演提
供科学信息和决策建议的角色（Ｂ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２０）。专家提供的科学信息由于专业
性较强，通常被认为更具有说服力；但也可能在提供决策建议时面临公众信任
危机（Ｂ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２０；ＭｃＧｉｎｎｉｅｓ ＆ Ｗａｒｄ，１９８０）。同样，企业作为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参与主体，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城市公共服
务项目的开发、运营和维护（顾丽梅等，２０２２）。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在与政府
合作过程中，为了品牌声誉会提供足够的隐私保护措施（Ｈｉｌｌｅｒ ＆ Ｒｕｓｓｅｌｌ，
２０１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企业对数字化建设介入程度的加深并缺乏监管
时，公众将面临严重的隐私和经济风险（Ｂｒａ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三）研究空间
以往研究在叙事政策框架及其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

实践成果，但在三个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叙事政策框架的研
究仍以欧美等国家地区的政策为主要背景，有研究认为这一框架的普适性有待
在不同制度情境和地理环境中检验和扩展（Ｓｃｈｌａｕ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目前国内
的叙事政策框架研究也多为推介式的理论阐述，鲜见基于中国情境与具体案例
的研究。聚焦于本土新兴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可以从叙事政策框架出发，
理解其在政策过程中所描述的“故事”及各类要素，但框架下的政策叙事如何
组合并在微观层面影响公众认知与行为仍有待进一步实证分析。其次，虽然学
者们对叙事角色尤为关注，但在具体角色的讨论上较为笼统。比如，既有研究
通常以“英雄”来概括所有可以解决政策问题的主体。虽然这一概括易于将政
策叙事按照叙事要素进行归类和分析，却忽略了相同角色的不同主体对公众态
度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不同层级政府虽然都扮演着“英雄”
的角色，但是公众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同的（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因而，可
以通过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探索叙事政策框架的内部机制并关注相同角色中
不同主体的区别，从主体角度，厘清政策叙事中，公众对专家主导和企业主导
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存在何种差异。最后，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
家和企业同样作为转型的“英雄”角色，其本身利益关切和行为方式可能存在
明显差异；公民个人和社会大众同样作为“受益人”角色，利益感知和身份认
同也可能不同。因此，可以着眼于叙事政策框架在微观层面的应用，在技术视
角下引入收益感知作为影响因素，阐释公众对造福于公民个人和造福于社会大
众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及行为的区别。

（四）研究假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既离不开来自学界和业界专家的真知灼见，也需要科技

·５４１·

政策叙事、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



企业的技术支撑。已有研究发现，公众信任在电子政务技术的应用中极为重要，
有学者将信任分为对提供服务的主体的信任和对技术的信任（ＡｌＨｕｊｒ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Ｓｃｈａｕｐ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这其中不仅包括政府，也涉及其合作对象，即专
家、企业等主体。但是在政策叙事的实践中，专家和企业被公众信任的程度可
能存在差别。在技术领域，运用专家理性可以提升规则制定的理性化程度，并
实现公众利益目标（王锡锌、章永乐，２００３）。城市数字化转型涉及较多技术性
事务，专家应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可以帮助公众识别利益目标，相较于企业
可能会受到公众更多的信任。从受益者角度看，城市数字化转型既有益于公民
个人，同时也造福社会发展，侧重点不同，受益者进行叙事可能会让公众对数
字化转型产生不同的态度。根据解释水平理论，社会距离通过区分与个人关系
的亲疏来影响个体对事物的看法（Ｔｒｏｐ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Ｔｒｏｐ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０）。因此，相比于社会收益这一概念，着重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政策叙事策
略更可能改善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政策叙事与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Ｈ１ａ：专家参与的叙事比企业参与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态度。
Ｈ１ｂ：个人收益的叙事比社会收益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态度。
既有研究也进一步关注到了政策叙事对公众行为倾向的影响。公众信任方

面的研究发现，公众对主体的信任受到前期经验的影响，继而作用于后续的行
为倾向（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此外，在收益方面，既有研究还发现，政策
叙事的激励或收益内容与目标群体的支持倾向密切相关（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与
其他领域相比，技术领域中强调个人利益叙事更可能抵消公众对技术的风险感
知，进而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城市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
新兴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侧重对个人收益叙事的阐述可能更易于激
发公众的支持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政策叙事与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
关系。

Ｈ２ａ：专家参与的叙事比企业参与的叙事更能提高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Ｈ２ｂ：个人收益的叙事比社会收益的叙事更能提高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此外，企业和专家作为相同叙事角色中的不同主体，可能对叙事政策框架

中有关收益的描述带来不同效果。企业通过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来获取经济
利益，技术应用渗透在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技
术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效率提升等个人收益（Ｂｒａ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专家则在
政策过程中扮演着提供科学信息和行为建议的角色，在技术应用问题上通常基
于对全社会整体收益的考量，并关注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公众在专家参与
的叙事中往往更能感知到诸如科学进步和公共服务完善等社会收益（Ｂｅｎｎｅ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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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Ｓ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城市数字化转型叙事政策框架中的参与主体与收益感知存在交互效应。
城市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应用场景大多基于数字平台或

系统（陈水生，２０２２）。对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态度和支持行为可视为技术接受的
体现，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都解释了公众态度和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
当公众对技术或依托技术所提供的服务的态度更为正面时，更有可能采用技术
或使用数字化公共服务，产生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Ｙｏｕｓａｆｚ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Ｙｅｈ，２０１７）。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包含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的叙事
政策框架对公众态度和行为影响的差异（Ｂｒａｄｄｏｃｋ ＆ Ｄ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１６），结合关于
公众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已有研究，本文尝试进一步探究叙事政策框架的
作用机制，即公众态度在叙事政策框架与支持行为倾向的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
应。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Ｈ５：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叙事通过公众态度影响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

三、实验与数据

（一）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文参照叙事政策框架，在微观层面的要素中构建出四组干预材料：一方

面，基于叙事政策框架中的角色要素，区分出专家与企业两类主体；另一方面，
根据政策叙事的成本与收益建构这一策略，将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收益感知分
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交互后共产生四组材料（见表１）。基于行为公共管理
的实验思维，受访者被随机分配至任意一种干预情境，并在阅读材料后回答问
题（如图１所示）。

实验所提供的问卷包含干预材料和问项，其中干预材料共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这一部分均无区别。第二部分为城市数字
化转型的参与主体，分别为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专家参与的材料中，以专家
学者参与相关座谈会、举办论坛、承担课题为中心，突出专家在推动政策法规、
体制机制、发展路径等方面不断完善的作用①；企业参与的材料围绕政府部门与
相关企业的合作进行描述，例如“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平台及“随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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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的开发运营等①。第三部分为收益感知，分别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个人
收益的材料突出了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简化办事流程、关照
弱势群体”的作用，列举了“便捷停车”“智慧早餐”等应用场景；社会收益
的材料则强调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效用。

表１　 实验组叙事框架主要内容
收益感知

个人收益 社会收益

参与主体

专家参与

实验组１
专家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城
市数字化转型可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带来一系列个人收益

实验组３
专家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可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企业参与

实验组２
企业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城
市数字化转型可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带来一系列个人收益

实验组４
企业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可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　 随机实验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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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测量与样本数据
研究将政策叙事作为自变量，区分“专家参与×个人收益”“企业参与×个

人收益”“专家参与×社会收益”“企业参与×社会收益”四种干预类型。因变
量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通过三个题项来衡量，分别为
“我以后会更频繁地使用城市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应用、功能和服务”“我会主
动关注与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关的新闻和信息”“我会结合自己的需求对城市数字
化转型提出建议或意见”。中介变量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题项分别
为“我愿意去了解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应用、新功能、新服务”“政府应
该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我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
展持积极态度”。在内部一致性检验中，公众态度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为
０ ７５２，支持行为倾向量表的系数也达到０ ７６７，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本
研究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状态、
年收入以及自评社会经济地位。

上海市致力于打造全国领先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样本。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来源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到９月１日开展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通过“网易定
位”平台发放和收集。问卷链接点击量为４０１８次，在根据平台甄别题项剔除了
１１０份问卷后，共回收了４００份问卷。同时，问卷设置了“我对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作为重复题目进行了检验，最后获得了有效问卷３６２份，
有效回收率为９０ ２％。表２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３４ ３３岁，由于是线上问卷形式，因此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６０岁以下。受访者
中男性占比为４１ ８３％。在受教育程度上以本科学历为主，其比例为６３ ７１％。
４５％以上受试者的年收入集中在１０万－ ２０万之间。企业从业人员超过５０％。
同时也有超过５０％的受试者认为其社会经济地位处于１ － １０分位的中位及以上。
受访者对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的均值为４ ４４，支持行为倾向均值为４ １３。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类型 频数比例／均值变量名称 类型 频数 比例／均值
干预类型 实验组１ ９３ ２５ ６９ ％

年收入

３万元及以下 ２３ ６ ３７％

实验组２ ９０ ２４ ８６ ％ ３万－ １０万元 ６１ １６ ９０％

实验组３ ８７ ２４ ０３％ １０万－ ２０万元 １６４ ４５ １５％

实验组４ ９２ ２５ ４１％ ２０万－ ３０万元 ７９ ２１ ８８％

年龄 １８ － ３４岁 １１２ ３０ ９３％ ３０万－ ５０万元 ２８ ７ ７６％

３５ － ５９岁 ２０２ ５５ ８０％ ５０万元以上 ７ 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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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类型 频数比例／均值变量名称 类型 频数 比例／均值
６０及以上 ４８ １３ ２７％

工作单位
类型／状态

党政机关 １４ ３ ８８％

性别 男 １５１ ４１ ８３％ 企业 ２０６ ５７ ０６％

女 ２１１ ５８ １８％ 事业单位 ８０ ２２ １６％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３ ０ ５５％
社会团体
居／村委会 １２ ３ ３２％

高中／中专／技校２２ ６ ０９％ 无单位／自雇 １５ ４ １６％

大专 ５３ １４ ６８％ 军队 １ ０ ２８％

本科 ２３０ ６３ ７１％ 在读 ２１ ５ ８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５４ １４ ９５％ 退休 ４ １ １１％

自评社会
经济地位 ３６２ ６ ３７ 其他 ９ ２ ２２％

公众态度 ３６２ ４ ４４
支持行
为倾向 ３６２ ４ １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３为干预类型、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及个体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矩
阵。从表中可以看出，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与收入、工作单
位类型或状态、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特征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进一步
的分析中将纳入相关因素进行控制。

表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分析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Ａ １

Ｂ ０ ０３１ １

Ｃ ０ ０４３ － ０ １１０ １

Ｄ ０ ０３１ － ０ １７６ ０ ０６３ １

Ｅ ０ ０７７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６９ ０ ２９６ １

Ｆ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１４０ － ０ ４１８ １

Ｇ ０ ０４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５ ０ １８１ ０ ３１９ － ０ １１９ １

Ｈ －０ ２０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５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３２ １

Ｉ － ０ １７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６９ ０ １３８ － ０ １４６ ０ １７６ ０ ４８２ １

注：Ａ － Ｉ分别代表干预类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工作单位类型／状态、
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公众态度及支持行为倾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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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随机检验与组间差异分析
研究通过对个体特征进行卡方检验，再次确保受访者随机进入干预情境。

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工作单位类型或状态等人口统
计变量，以及个体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风险、感知成本等个体主观变量不
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说明随机化实验得到了保证。同时，通过对干预题项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了干预的有效性，当接受干预的受访者正确选择答案的
比例显著高于错误选择的比例时，可认为干预有效。结果显示，实验干预存在
显著的组间差异，干预检验得以通过。

进一步地，为验证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受访者在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上
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研究对各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４）。从表中可发
现，各组在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上的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干预
因素产生的作用有所差别。首先，控制组中的公众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均低于
四个实验组，说明叙事政策框架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叙事内容对公众产生了
影响。其次，公众态度均值最高的为实验组１，即专家参与结合个人收益的政策
叙事使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最为积极；同时，实验组１与实验组２的
公众态度均高于另外两组，说明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比企业参与的政策叙事作
用更为明显。最后，在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上，均值最高的为实验组２，说明企业
参与和个人收益相结合的政策叙事对公众行为倾向的影响最大；而实验组２与
实验组１均高于另外两组，即强调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比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
叙事更能使公众产生积极的支持行为倾向。

表４　 实验组主要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Ｆ ｐ

控制组 ８５ ４ ０５ ０ ４４

实验组１ ９３ ４ ５４ ０ ４１

公众态度 实验组２ ９０ ４ ５０ ０ ４２ ５ ０３ ＜ ０ ０１

实验组３ ８７ ４ ４６ ０ ５０

实验组４ ９２ ４ ２６ 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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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Ｆ ｐ

控制组 ８５ ３ ８８ ０ ５２

实验组１ ９３ ４ ２０ ０ ７１

支持行为倾向实验组２ ９０ ４ ３０ ０ ６０ ４ ７０ ＜ ０ ０１

实验组３ ８７ ４ １１ ０ ６１

实验组４ ９２ ３ ９３ ０ ６７

注：控制组＝不包含参与主体及收益感知描述；实验组１ ＝专家参与×个人收益；实验组
２ ＝企业参与×个人收益；实验组３ ＝专家参与×社会收益；实验组４ ＝企业参与×社会收益。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主效应方差分析
为验证假设１与假设２，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差异，本研究通过主效应

方差分析，对收益感知与参与主体两个因素及其交互项的影响进行探究（见表
５）。首先，以公众态度作为因变量，收益感知（０ ＝社会收益，１ ＝个人收益）
作为自变量时，收益感知显著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在受访者接
受包含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干预时，其态度相比于接受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叙
事干预的公众更为积极。而将参与主体（０ ＝企业参与，１ ＝专家参与）作为自
变量时，参与主体的叙事也显著影响公众态度，相比之下，接受专家参与的政
策叙事干预的公众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由此，假设１得以验证。其次，以公
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行为倾向为因变量，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时，收益
感知对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可以提高
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当以参与主体作为自变量时，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说
明无论受访者接受企业参与还是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干预，其支持行为倾向都
没有受到干预影响。假设２ｂ得以验证，假设２ａ无法通过。

进一步地，政策叙事中收益感知和参与主体的交互效应影响公众态度与支
持行为倾向，图２更为直接地展示了这一效应。从图２ａ可以看到，就公众态度
而言，在强调社会收益的政策叙事中，增加专家参与的叙事比增加企业参与的
叙事更加有效。图２ｂ显示，当因变量是公众支持行为倾向时，在社会收益的政
策叙事中，补充专家参与的描述比企业参与的描述更能够提升公众的支持行为
倾向。同时，在包含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中，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两种政策叙
事对公众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的影响作用差异并不大，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效
应略高。因此，假设３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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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受试者主效应方差分析（２ × ２）

自变量
因变量

公众态度 支持行为倾向
ｄｆ 均方 Ｆ ｐ ｄｆ 均方 Ｆ ｐ

收益感知
０ ＝社会收益
１ ＝个人收益

７ ０ ７０ ２ ９９ ＜ ０ ０１ ７ ２ ５１ ６ ２０ ＜ ０ ０１

参与主体
０ ＝企业参与
１ ＝专家参与

７ ０ ５４ ２ ２８ ０ ０３ ７ １ ４６ ３ ４５ ＜ ０ ０１

参与主体
收益感知 ６ ０ ５１ ２ １４ ０ ０４ ６ １ ６０ ３ ８１ ＜ ０ ０１

Ｒ２ ０ ０６ ０ ０５

样本量 ３６２ ３６２

注：已纳入风险、成本感知及个体特征等控制变量。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ａ． 收益感知与参与主体交互项对公众
态度的影响

　 　

　 　
ｂ． 收益感知与参与主体交互项对
公众支持行为倾向的影响

图２　 交互效应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假设４与假设５的中介机制，研究将四个实验组两两结合，再次组合

为四种干预情形，使用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ＰＳＳ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６的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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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组中的公众态度均对支持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众对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态度越积极，就越有可能采取支持行为，假设４得以验证。

首先，对“收益感知→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的路径进行分析。Ｍｏｄｅｌ
（１）为实验组１与实验组３，即都包含专家参与的政策叙事，区别在于强调个
人收益或社会收益，结果显示，收益感知与公众态度、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不存
在显著相关关系。Ｍｏｄｅｌ （２）为实验组２与实验组４，二者都包含企业参与的政
策叙事，区别在于增加个人收益或是社会收益的叙事，结果说明此时存在中介
效应，收益感知对公众态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收益感知也显著影响公众的
支持行为倾向。

其次，对“参与主体→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的路径进行分析。Ｍｏｄｅｌ
（３）为实验组１与实验组２，两组均为强调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区别在于叙
事中的参与主体为专家还是企业，结果显示，参与主体对公众态度与公众支持
行为倾向均无显著影响，不存在中介效应。Ｍｏｄｅｌ （４）为实验组３与实验组４，
二者的政策叙事都强调了社会收益，而参与主体的叙事具有差异，结果显示，
参与主体影响公众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与公众的支持行为倾向，中介效应
存在但显著性较弱。由此，研究假设５部分得证。

表６　 分组ＰＲＯＣＥＳＳ中介分析

Ｍｏｄｅｌ （１）
实验组１ ＆实验组３

Ｍｏｄｅｌ （２）
实验组２ ＆实验组４

系数 ｔ ｐ 系数 ｔ ｐ

收益感知→公众态度 ０ ０９ １ ２５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３ ２３ ＜ ０ ０１

收益感知→支持行为倾向 ０ ０９ ０ ９７ ０ ３４ ０ ２３ ２ ７０ ＜ ０ ０１

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 ０ ６７ ６ ９８ ＜ ０ ０１ ０ ６５ ８ ０４ ＜ ０ 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３）
实验组１ ＆实验组２

Ｍｏｄｅｌ （４）
实验组３ ＆实验组４

系数 ｔ ｐ 系数 ｔ ｐ

参与主体→公众态度 ０ ０４ ０ ６４ ０ ５２ ０ ２１ ２ ５５ ＜ ０ ０１

参与主体→支持行为倾向 － ０ １１ － １ ２２ ０ ２３ ０ ０４ ＋ ０ ４４ ０ ０６

公众态度→支持行为倾向 ０ ６７ ６ ３３ ＜ ０ ０１ ０ ６７ ９ １５ ＜ ０ ０１

注：模型已纳入相关控制变量。＋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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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政策背景，采用调查

实验的方法对上海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探究了不同政策叙事对
公众态度与支持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主体和收益感知所构建
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叙事对公众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在公众态度上，参与主
体和收益感知两种政策叙事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叙事政策框架中个人收益、
专家参与的描述比社会收益、企业参与的描述更有效，“专家参与×个人收益”
的政策叙事作用最为明显。对于公众支持行为倾向，收益感知的政策叙事对其
具有显著影响，个人收益的描述更能推动公众产生支持行为；而在交互的叙事
框架中，“专家参与×个人收益”政策叙事的效应同样最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依赖（Ｈｏｌｓｔ ＆ Ｍｏ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７），相比于企业，专家在政
策过程中可能处于一种中立地位而很少涉及利益交换（Ｚｈｕ，２０１３）。当公众采
用个人主义视角看待问题时，他们对于创新的追求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徐超
毅等，２０１３），因而对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更能提高公众对于技术服务的接受和
支持程度。当政策叙事的参与主体是企业时，相较于社会收益感知，辅以个体
收益感知的叙事更能改善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对政策的支
持行为倾向；当政策叙事强调社会收益时，相较于企业参与，增加专家参与的
政策叙事更能增进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态度，进而强化其对政策的支持行
为倾向。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革新技术与治理全流程的方案，在数字技术影响下，
个体参与的重要性愈加明显（Ｈｍｌｉｎｅｎ，２０２０；陈水生，２０２２；顾丽梅等，
２０２２；郑磊，２０２１）。在我国，通过官方或非官方媒体宣传，向公众普及、解读
政策内容和影响，以获得更多支持的方式已逐渐成为常见的政府政策工具（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因此，本研究将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的媒体宣传、信息公开理解为一种影响政策意见和结果的政策叙事传播。基
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公共部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案落地过程中，可应用恰当的政策叙
事提高公众参与和支持的意愿。政府在进行政策宣传时有多种形式，如领导发
表讲话、媒体撰写新闻报道或刊发政府的政策解读等（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但既有研究和现实实践说明，在面向公众宣传时，“进步”的故事可能比科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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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更为有力（Ｇｏｌ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可通过新
闻媒体和官方宣传渠道，使用政策叙事向公众传达一种“胜券在握”的故事，
并增加不同主体对政策收益的积极描述。第二，在叙事政策框架中，政府应考
虑公众对不同主体与收益的态度，通过传递公众所信任的主体意见和收益描述
以获取其支持。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专家参与和个人收益的政策叙事对公
众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影响更显著。公共部门可以在政策执行和场景落地中凸显
专家的积极作用和意见，并阐述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场景及公众
可由此获得的收益。第三，政府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强调政企之间
的合作互补及对公众产生的个人收益。与控制组的对比说明了公众对企业参与
城市数字化转型并不排斥，其态度和支持行为倾向未因政策叙事中政企在技术
层面上合作的描述而走向负面；交互效应分析也说明当公众接收到个人收益相
关的政策叙事时，增加专家参与和企业参与的叙事之间差异并不明显。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公众的包容性较强，且相较
于公共部门，公众对具有技术优势的市场主体在硬件开发和应用上的评价更为
积极。

（二）理论意义与局限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对既有研究空间的补充，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方面的创新

与贡献：首先，根据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要素构建了简化的叙事政策框架，
通过实践中的政策宣传明确了各要素的含义，丰富了叙事政策框架在国内的相
关研究。有学者认为，既有研究中缺乏一个讨论话语对政策过程产生作用的分
析框架，而叙事政策框架的形成便有助于推进中国政策过程本身的研究（李文
钊，２０１７）。目前国内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政策叙事的文献大多从理论层面对
框架进行解释和梳理（曹志立、孙萍，２０２１；李文钊，２０１７；郭跃等，２０２０；
朱春奎、李玮，２０２０），较少将其应用到现实场景和政策中，尤其是聚焦于与技
术和治理领域相关的政策上。Ｍｕ和Ｌｉ等（２０２１）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节能政策
作为政策背景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偏向于对叙事形式的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具有本土色彩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叙事进行实
证分析，尝试突破目前政策叙事研究仅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到具体政
策实践；同时，关注到政策叙事中参与主体及收益感知的作用，从“英雄”和
“受益者”两个关键角色中，厘清不同政策叙事对公众认知和行为倾向的影响
机理。

其次，与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不同（陈
水生，２０２２；吴建南等，２０２１；李文钊，２０２０），本研究通过行为科学的实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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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宣传沟通视角对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进行探究，并在
叙事政策框架中纳入叙事主导者、参与者以及叙事对象等主体进行假设检验。
随着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微观个体的思维、观念与行为在公共事务中如
何被干预的问题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果佳等，２０２１）。学界也已意识到
在对数字治理进行研究时，应当深入探究数字技术赋能的目标以及实际驱动力
和推动者的作用。例如，一些研究从质性访谈中发现专家、企业等主体在城市
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丽梅等，２０２２）。本文以定量方法对此进行了
补充检验，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层面研究。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虽然通过调查实验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寻求更加可靠的因果关系推论（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但是这种因果效
应可能分别存在于政策叙事和公众态度，以及政策叙事和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之
间，而对于中介效应中公众态度与公众支持行为倾向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旧存在
内生性问题的挑战（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Ｐｏｒｕｍｂ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调查实验方法
在检验处理效应的长期效果等议题上也有改进空间（Ｇａｉ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其
次，本文没有在技术视角下进一步探究感知易用性等因素对公众态度和行为倾
向的影响，未来可以在叙事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增加对此类因素的考虑。最后，
为更好地通过本土案例对叙事政策框架进行阐述，研究仅聚焦于与技术密切相
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上；但不同领域的政策受到政策叙事中参与主体和收
益感知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例如，在公共卫生政策领域的政策叙事中，相比
于个人利益的描述，强调社会整体收益可能更能实现政策目标。因此，拓展叙
事政策框架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应用及探讨也是未来研究议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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